
 

 

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的思想演进与历史成就

邹    璠，周    力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是一部党领导人民实现减贫与发展的奋斗史。为了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减贫思想进行理论剖析与经验总结，文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思想的演进脉络

与逻辑，并基于近现代数据的历史对比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减贫成就。研究发现：（1）中国共产

党的减贫思想演进经历了五个阶段，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探索阶段（1921−1949 年）、

以制度为保障和以救济为手段的思想形成阶段（1949−1978 年）、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为路径的思

想发展阶段（1978−1986 年）、以培育内生动力为导向的思想完善阶段（1986−2012 年）、以精准扶贫

为方略的思想创新阶段（2012 年以后）；（2）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的演进逻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即依循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演进、从共享式增长到特惠式扶贫的战略演进、从政府

包揽到多方联动的主体演进、从关注物质兜底到多维赋能的目标演进；（3）历史数据比对显示，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减贫成效斐然，农民生产与生活条件呈现质的飞跃。现阶段，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党和政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重要目标，我

国应在防止返贫的基础上，重视相对贫困问题，采用城乡统筹的方式促公平、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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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是一部党领导人民实现减贫与发展的奋斗史。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

产党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使命。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土地革

命”到新时代的“精准扶贫”，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本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国

“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①创造出经济发展与贫困治理的“中国奇

迹”。回顾与总结党领导人民摆脱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不仅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有助于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经验与借鉴。

贫困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现象。有关贫困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治理这两个基本问

题，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的阐释，其中贫困的产生被归结于工资低廉（亚当•斯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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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与食物数差额（马尔萨斯，1992）、劳动力价格下降与消费品价格上涨（大卫 •李嘉图，

2011）。①相应地，社会财富积累（亚当•斯密，2011）、控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1992；大卫•李嘉图，

2011）是缓解贫困的可能途径。21 世纪后，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深化了贫困的内涵与治理思路，

主要分为两个视角：一个是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发展出发，主张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自

发、逐步地分配到所有人群。早期的结构主义学派强调资本积累与工业化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政

府干预来破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陷阱（Nurkse，1953；Lewis，1954；Myrdal，1957；Hirschman，1958）。

后期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则强调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效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Friedman，2002），

重视人力资本投资（Schults，1961）。另一个是从个人或家庭微观层面探寻贫困成因及如何消除贫

困。例如，Sen（1987）将贫困视为人基本能力的丧失，贫困治理应注重塑造和改善个人能力。当代

经济学家运用“实验性的方法”，试图将贫困这一宏大问题分解为一系列细微问题。②然而，从历

史发展过程来看，宏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水涨船高”并未惠及底层人们，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

贫困显然也无法通过微观层面的田野实验解决。从根本上讲，传统西方贫困理论都未将贫困问

题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马克思与恩格斯最早揭示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制度是贫困的根源，应通过消除制度性贫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a）。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实践，探

索形成了较西方主流理论更具系统性和科学性的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国内学者从理论与实证层

面对我国贫困治理问题做了诸多探讨。理论方面，既有研究基于不同侧重点，对中国特色减贫理

论的内涵进行了深入阐释。例如，谢岳（2020）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出发，阐述了我国

的贫困治理模式成功将党的政治领导力转换为国家治理能力；蔡昉（2018）从生产要素流动和配

置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我国共享型经济发展与专项扶贫战略并行的政策逻辑；汪三贵和胡骏

（2020）提炼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减贫的基本经验是坚持减贫大格局并结合时代特征不断进行

机制创新。实证层面，已有成果集中于对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在不同阶段的实践成效进行评估，肯

定了包括“八七扶贫”计划（Meng，2013）、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徐舒等，2020）、精准扶贫（朱梦冰和

李实，2017）等的增收作用。

以上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减贫事业有着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但也存在一些拓展空

间：第一，现有研究主要针对特定时间段的减贫理论和经验分别进行阐述，而从历史演进角度进

行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并非一日之功，厘清我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的

原因以及在新阶段哪些思路需要持续或改进，是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特色减贫理论内涵的必要

环节。第二，部分涉及历史演变过程的现有研究，主要从各阶段具体开展的减贫实践出发，进行

一般性的梳理与描述，但并未系统总结不同阶段减贫思想的相关关系，缺乏提炼思想演进背后

的一般逻辑。而这种规律性逻辑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比西方资本主义在减贫方面的制度

优越性所在。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切实实现共

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站在新的起点上，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的减贫思想、评估减贫成效，则显

得意义重大。从理论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系统梳理与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的百年演变过程，丰富了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理论性研究；第二，

通过剖析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的演进特征和逻辑，概括其背后“转变”与“不变”的一般性规律，

有利于加深对于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形成机制与理论内涵的科学理解；第三，本文将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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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劳动力价格下降来源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生活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来源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相对稳定增长。

② 代表性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艾丝特·杜芙若和迈克尔·克雷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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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代的卜凯农村调查数据以及其他近代农村调查资料，与现阶段我国相关数据进行对比，

更加直观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减贫成效。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思想的演进脉络

（一）革命式减贫时期（1921−1949 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减贫思想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针对当时中国贫困落后的现实问

题，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思想萌芽成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和封建主义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是当时贫困的根本来源，摆脱贫困必须从制度变革出发。党的

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与阶级分化。通过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武装革命，中

国共产党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另一方面，中国

共产党准确把握土地问题是贫困的根本问题，并通过改变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来消除农民阶级

的贫困。当时中国大部分生产关系属于农村，而土地作为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分配却严重失衡

（陈翰笙，2002）。①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为主线，在解放区推进实施“耕者有其田”，②使农民获

得了能够自我生产以维持生计的生产资料。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从制度上解决贫困问题，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土地问

题，充分体现了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中心的基本原则。这些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理解

与应用，为日后减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输血式减贫时期（1949−1978 年）：以制度为保障、以救济为手段的思想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了普遍的生存型贫困。中

国共产党继续将变革生产关系、消灭贫困的制度根源作为抓手，为减贫事业拉开序幕。首先，土

地改革通常是最根本的减贫政策（周其仁，1995），中国共产党通过大力推进土改，③消除了造成贫

富分化的制度因素。其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④确立社会主义公

有制，以替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形式的过渡后，⑤落后、小

规模的个体生产转变为先进、大规模的合作生产。为了推进国家整体工业化和现代化生产的步

伐，中国共产党还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以及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建立了全国范

围内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最后，针对集体中的贫困或特殊困难成员，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必要的

资源倾斜和救济式帮助，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生活需求，主要表现为初步建立了以农村“五保”、

储备粮救济等为主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保障体系；⑥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构建了基础教育普及、⑦基

本医疗卫生合作等体系，⑧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尽管缺乏激励机制的生产及分配方式难以避免“搭便车”等问题，但公有制下的平均分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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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陈翰笙（2002）在 1929 年针对无锡、保定农村地区的调查发现，占总人口比例仅约 10% 的地主和富农阶层占有 65% 的土地，而

占比绝大多数的贫农、雇佃农和中农阶层只占有很小部分土地。

② 例如，1927 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了工农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1947 年正式颁发《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废除

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土地”。

③ 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农民拥有土地。

④ “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于 1952 年提出，“一化”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⑤ 在互助组中，小农户可以用劳动力来简单生产，但生产资料仍归私人所有；在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中，生产资料均归农民集体所有，

统一经营、按劳分配，进一步促进了生产资料的公平分配。

⑥ “五保”指保吃、保穿、保烧（烧饭所需的燃料）、保教（儿童、少年的教育）、保葬，主要针对缺乏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群体，储备粮救

济则为遭遇天灾人祸的群体提供临时救济。

⑦ 包括构建了生产大队办小学、公社办初中、区委会办高中的集体办学体系。

⑧ 构建了以赤脚医生为服务主体，以公社卫生院、大队诊所为服务机构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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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底”式全包保证了集体成员具备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能力，深刻贯彻了社会主义平等观

念。人民公社通过集体资源的积累，还发挥了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综合职能，

为减贫事业奠定了物质和人力资源基础。

（三）改革式减贫时期（1978−1986 年）：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为路径的思想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理论上应当已经解决了制度性贫困问题。然而，在步入社会

主义社会后，我国仍然存在普遍性贫困。①事实上，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物质基础

丰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彼时的中国在“蛋糕”没有做大的情形下，强调平均分配只能

带来共同贫困。为了充分调动生产积极性、释放生产关系活力，我国开始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新

阶段，具体包括强调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成分虽然

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应鼓励通过

“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实践上的探索由农村发端，②中国共产党确

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业经营体制。农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生产积极性大幅

提高。同时，通过农产品购销和流通体制打通了城乡贸易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村剩余

劳动力流动，使农村逐渐走向商品化与市场化的道路。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依托深化生产关系变革和促进整体生产力发展带动减

贫。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未涉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减贫思想体系。

（四）开发式减贫时期（1986−2012 年）：以培育内生动力为导向的思想完善

借助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红利，我国普遍性贫困问题得以缓解，但受制于自然资源禀赋

以及改革边际效应递减，部分地区的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汪三贵和胡骏，2020）。针对区域性贫富

差距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区域开发式减

贫，并将减贫对象瞄准至“县”一级。为了促进扶贫资源整合和效率提高，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专

门的扶贫机构，③制定了专项扶贫计划，④确立扶贫重点县及跨区域扶贫协作机制，⑤并安排专项资

金来支持地区发展， ⑥这标志着有组织、有规范、常规化的专项减贫行动正式拉开帷幕。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剩余贫困人口日益减少且分布更为零散，为此中国共产党将减贫瞄准对象从

“县”转向“村”，并强调“授人以渔”的重要性。⑦

在开发式减贫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减贫思想得到了重要完善。以往的“输血式”救济虽具有

一定成效，但不具备持续性。中国共产党以培育内生动力为核心要义，高度重视劳动力培训、产

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的作用，通过市场引导促进贫困地区利用本地资源发展

生产，鼓励“自扶”与“他扶”的有机结合。

（五）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年以后）：以精准扶贫为方略的思想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且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减弱，收入位于底部的人

口更难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同时，由于贫困的分散性、多样性及复杂性，以区域为瞄准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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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78 年我国人均 GDP 为 156 美元，甚至低于当时非洲国家的 1/3（顾海良和荣兆梓，2020）。

② 中国共产党主张经济发展和减贫应当高度重视农村地区。邓小平（1993）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并

强调“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③ 1986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地方各级政府也成立了扶贫机构。

④ 代表性的扶贫计划包括 1994 年中共中央出台的扶贫纲领文件《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等。

⑤ 1996 年，中央确定了 9 个东部省（市）和 4 个计划单列市与西部 10 个省（市）开展扶贫协作。

⑥ 包括专项扶贫贷款、以工代赈资金和财政发展资金等。

⑦ 具体措施以“一体两翼”为主，“一体”即整村推进，“两翼”即促进产业开发和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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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针对性不够。基于这一挑战，精准扶贫战略应运而生，旨在扶持余下最难脱贫的群体。精准

扶贫的实质是深入分析个体的致贫原因，并切实结合区域特征开展因户、因人施策。与粗放的开

发扶贫相比，精准扶贫的目标更精确、①措施更多样，②更加重视个体的发展机会与能力提升。这

一时期的减贫标准从多维视角出发，③拓展了长期以来以收入为目标的减贫理念。中国共产党还

构建了层层落实、权责清晰的五级主体合力治贫体系，④创新性地搭建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帮

扶责任人等联结式帮扶制度，使各方人员共同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精准扶贫方略聚焦于个体的可持续发展与能力塑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信念，这既是对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脱贫攻坚决胜时期啃下贫困“硬骨头”的

正确理念。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思想的演进逻辑

（一）理论演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依循与创新

在减贫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理论渊源。首先，制度减

贫是马克思主义减贫理论的核心。资本积累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随着资产阶级获

取剩余价值的扩大，无产阶级的贫困必然随之扩大（马克思，2004）。依照该基本逻辑，我国实行

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制度，为减贫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其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减贫理论的基本立场。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被少数人占有与垄断，中国

共产党始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普遍福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的减贫理念（谢

岳，2020）。最后，中国共产党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之间的互动原理，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并通过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减贫提供

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减贫思想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照搬与遵循，而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

内，不断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国情对其进行丰富与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未设想社

会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及其解决方式。中国共产党将减贫视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社会生产

力角度分析社会主义贫困的产生原因，并进一步观察到经济体制改革中由所有制结构、分配方

式调整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承认这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为实现共同富裕所不得不付出

的短期成本。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减贫思想深刻贯彻了理论指导实践、理论又来源于实践的

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减贫理论中国化的基础上，又吸取了西方减贫理论中的多

维赋权赋能、人力资本积累等思想，充分发挥了这些理论精华在解决现实贫困问题中的实践价

值。从解决整体性贫困的制度确立，到解决区域性贫困的开发式减贫，再到解决个体性贫困的精

准扶贫，中国共产党结合贫困的时代变化特征进行了长期实践探索，这些实践经验又凝结成一

系列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具体论述，使得社会主义的减贫问题由实践走向理论。

（二）战略演进：从共享式增长到特惠式扶贫

传统 “涓滴思想”认为，经济增长产生的利益可以在各阶层间自由扩散，从而自动发挥减贫

功能。虽然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看，贫困减少和收入均等化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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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4 年，我国通过建档立卡制度识别出 2 948 万户贫困户、8 962 万贫困人口。

② 帮扶措施以“五个一批”为主，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③ 以“两不愁三保障”为政策目标，“两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④ 包含中央、省、市、县、乡以及村五个级别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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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蛋糕”无疑是“分好蛋糕”的必要前提。有利的经济发展条件既为贫困群体带来更多就业

机会，又为国家减贫战略的实施以及各方力量的广泛动员奠定了物质财富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成绩，并使得全体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由生产力发展带动的减贫作用区别于

新古典经济中的“涓滴效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涓流”机制暗含着自由市场是使增长成

果惠及大众的扩散渠道。然而，由于市场天然的逐利性以及资本积累的规模效应，增长成果向贫

困人口“涓滴”的渠道往往被堵塞（盖凯程和周永昇，2020）。从政府的角度看，“亲富人”或是“亲

穷人”、“亲资本”或是“亲劳动”的政策取向也会引导经济增长的利益流向。我国始终遵循的以

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及其衍生出的分配方式是破解经济发展“负向涓滴”的制度密码。“发展为了

人民”的理念从根本上保障了各群体在生产要素上平等使用、在市场经济上平等竞争、在法律权

利上平等享有、在发展成果上平等受益。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发挥政府的

调节作用，构建了劳动与资本共赢的协调机制，打破了不同阶层间固有的利益分化，使得先富主

体能够自发、自觉、自愿地带动后富主体，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特惠式的减贫战略是引导发展成果在不同主体间“正向涓滴”的重要实现途径。在市场作

用下，资本、优质人力资本等将流入报酬较高的地区，产生“虹吸现象”。优质资源外流使得流出

地的资源结构弱化，低端劳动力等剩余资源的报酬率进一步下降，收入差距无法缩小。对此，在

区域维度上，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利益和战略层面出发，通过构建统筹平衡、市场一体化、互助合

作的区域涓滴机制，有效缓解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个体维度上，中国共产党依

托精准扶贫等政策方略，针对贫困群体建立了动态、灵活的定向涓滴机制，使生产或消费资源精

准、高效地投入转移到特定人群上。无论是采取救济方式还是开发方式，都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

党针对特定区域、特定群体的努力，其本质都是有意推动资源在区域或个体层面的反向再配置，

实现全局层面的效率提高（钟甫宁，2021）。通过共享型增长与特惠型扶贫的有机结合，我国实现

了更具有益贫性与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三）主体演进：从政府包揽到多方联动

中国共产党的减贫经历了由政府包揽向多元主体高效联动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

由政府主导减贫工作并负责自上而下的资源调配，再通过集体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具体实施。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我国开始将市场机制引入扶贫资源的配置与利用中。

各类社会组织也不断成熟与规范，协助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力所能及的多样化帮扶，最终形成

了汇集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的减贫大格局。

政府主体在资源协调、组织动员和秩序管理等方面具有巨大优势，能够广泛调集各类人、

财、物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与贫困治理。但是减贫不可能全部由政府大包大揽，市场主体在优化资

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通过对落后地区的优质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

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消费扶贫等开发模式相继形成，充分激发了本地内生脱贫动力。同时，政府

与市场在减贫中能够形成良性互动。政府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以及

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作用，为“造血式”减贫提供组织和管理保障；市场则在生产性扶贫资

源配置等方面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提高了政府扶贫资金的瞄准精确度与利用效率。

此外，公益机构、爱心人士等社会组织在特定领域的专业性技术与渠道上具备优势，能够成为克

服政府职能限制与市场失灵的有效补充。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统筹多方力量而合力聚能，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社

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我国形成了在组织和意

邹    璠、周    力：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的思想演进与历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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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层面深刻体现中国特色的科层制政府体系，党政结构统筹协同（王浦劬和汤彬，2019）。在

多元减贫格局中，不仅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且还发挥了协调动员其他力量参与减贫的作

用。尤其是在开发式减贫时期后，政府更是展现出强大的号召力，主要表现在：一是负责减贫方

针、路线和实施方案的顶层设计，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

和收入分配政策等鼓励支持各类市场及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二是加大对扶贫重点地区的财政转

移力度，通过财政职能的作用引导市场主体的投资方向，优化其在贫困地区的投资环境；三是探

索构建驻村干部派驻、定点帮扶、“村企共建”等创新责任机制，打造了由纵向贯通与横向协作并

行的联结式帮扶体系，①使不同区域、层级、部门的资源集中至减贫事业中，更有利于市场运作与

社会主体力量的发挥。

（四）目标演进：从物质兜底到多维赋能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减贫重点目标从满足生存温饱转向提高人民的综合福利，治贫理

念相应地从物质救济兜底转向个人多维赋能。我国的贫困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

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大规模人口缺乏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资料，对于底层人口的帮助局限

于集体兜底或简单的经济救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我国允

许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充分调动了全体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这一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增

收的减贫方式，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的尊重与肯定，符合分配补偿劳动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收入分

配逻辑。自开发式扶贫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内源性减贫”策略，将切实提升贫困群体自

身的脱贫致富能力作为减贫着力点，使内生动力与外界帮扶协同发力。精准扶贫时期，面对人民

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新需求，中国共产党除考量经济指标外，还将健康、教育、居住环境、消费等

多维指标纳入扶贫体系，旨在全面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从实现物质兜底向推进多维赋能的目标演进，既关系到贫困人口“愿不愿意脱贫”的问题，

也关系到其“脱贫质量高不高”的问题。一方面，多维赋能是增强个人自我“造血”功能、提高减

贫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a, b）从生产生活环境、营养健康、教育技能等多

个方面描述了贫困的原因和具体表现。例如，在健康能力方面，无产阶级的工作生存环境恶劣，

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在教育能力方面，长期单调的重复性操作使无产阶级的技能日益空洞化，成

为机械的附属物。中国共产党将增权赋能作为减贫切入点，大力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并提供就业

机会，同时还注重构建劳动者均等享有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多维度帮扶解决

贫困人口因健康水平、就业技能等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能力贫困。另一方面，能力不足是制约个人

脱贫内生动力与积极性提高的因素，容易造成个人思想与精神上“不愿脱贫”。马克思和恩格斯

（2012b）描述了长期单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导致无产阶级的精神压抑与萎靡。可行能力不足

往往会使贫困人口出现自我否定，形成弱势群体的主观定位，并将外界帮扶视为常态，不愿意以

实际行动改变现状。提升内生动力、摆脱精神贫困的关键在于个体需要掌握一定生产技能，中国

共产党多年来的诸多减贫措施也触及到了精神贫困的核心。教育赋能是促进劳动力再生产与全

面发展的有效手段。中国共产党长期高度重视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以期改善群众的思想观念和

精神面貌。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扶贫先扶智、扶贫先扶志”方针，更是将教育以及主体

意识、个人志向的培育提升至更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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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纵向贯通主要依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部门的定点帮扶以及地方结对式帮扶；横向帮扶则主要以跨区域扶贫协作为依

托，实现了先富区域与后富区域的资源互补、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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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输血式”救济向个体多维赋能的转变，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人民福利的保障

和承诺，以解决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发展目标。劳动者不仅

是生产要素，劳动者的福利也是生产目的。在精准扶贫后期，随着低收入群体的“两不愁、三保

障”得到满足，在实现自身理想和价值上的诉求有所增加。为了牢牢坚持人民的幸福线，中国共

产党进一步延伸了减贫内涵，强调超越物质层面的温饱生存与小康，在精神层面上切实增强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周力和沈坤荣，2021）。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减贫思想演进，可以高度概括为具体过

程上的“变”与一般规律上的“不变”的辩证统一、彼此加强：一脉相承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

指导、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基

本途径；与时俱进的是紧密结合贫困问题的变化特征，不断进行实践经验探索与理论拓展升华。

经过这种“转变”与“不变”相统一的演进过程，一个具备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色减贫理论体系

得以形成。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反贫困理论包含以下三个重点内容：一是充分利用与发挥社会主

义的制度优势，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减贫提供基本经济社

会保障；二是统筹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协调力量，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决定、社

会带动、贫困主体内生脱贫的动态耦合机制；三是不局限于追求脱贫速度，更进一步将脱贫的可

持续性、效率和质量作为减贫目的，不断创造有利于个体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在共享发

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实践的举世成就

对于减贫成就的客观量化，必须从减贫的目标出发。减贫目标首先应强调财富和收入的绝

对数量满足基本生存所需；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减贫目标不仅强调短期成效，还注重贫困人口的

长期发展与持续增收能力。一是表现在注重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劳动条件；二是通过改善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提升个人能力。这些因素既是多维贫困理念下的减贫成果，又是进一步促进增

收的减贫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中国共产党的减贫任务主要集中于农村地

区。因此，本文借助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百年变迁来展示减贫成就，并且通过与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横向比对，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反贫困事业中的卓越贡献。

（一）收入水平提高，物质生活得到保障

1. 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是衡量生活贫富的首要指标，本部分将一百年前及现在农村居民收

入与同期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最低水平进行比对。关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家庭平均所需的基

本生存费用，学者们提供了不同标准，具有代表性的有戴乐仁以四省九县物价资料为基础得出

的 150 元水平，根据调查，1922 年江苏省约八成农户年收入在界限以下 （戴乐仁，1928）。根据全

国土地委员 1934 年的 16 省农户调查，家庭年收入低于该界限的农户占比高达 68% 。可以看出，

当时人民收入与生存保障能力极为低下。相比之下，按照 2020 年我国 4 000 元的绝对贫困标准

来看 ，近百年后我国农村居民已全部达到满足基本生活的经济条件。

2. 消费与负债。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提高，食物在总支出中的比重逐渐下降。根据

表 1，1921−1925 年间农户平均恩格尔系数达到 58.9%，食物、燃料、衣服、住房四项生存资料的支

出占比超过 80%，用于满足医疗卫生、生活改善、个人嗜好等需要的其他消费所剩无几。曹幸穗

（1996）根据 1938−1939 年的苏南调查数据也得出类似结论，食品消费约占生活开支的 3/5。相比

之下，近百年后我国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下降至 29.6%（见表 1），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由生存型消费

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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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21−1925 年与 2020 年农村家庭各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

年份 食物 住房 衣着 医疗 其他

1922−1925年 58.9 5.3 7.3 0.8 27.7

2020年 29.6 25.2 6.5 8.9 29.9
　　注：1921−1925年数据根据卜凯（1936）整理得到，2020年数据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1）》整理得到；样本地区均为卜凯调查

所覆盖的浙江、江苏、河北、福建、安徽、河南和山西七省。
 
 

个体的当期收入还可以通过储蓄用于未来消费。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随着收入增

长，储蓄率将提高，而负债率将会降低。1929−1933 年，我国仅 2% 的农户有现款储蓄，近 40% 的

农户需要借款以满足生产或生活需要（卜凯，1937）。中央农业实验所的 20 省农户调查显示，

1933 年 有 负 债 的 农 户 高 达 62%。 ① 不 仅 如 此 ， 我 国 近 代 农 民 还 呈 现 消 费 倾 向 上 升 的 趋 势 ，

1922−1932 年间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就下降了约 12%。而到了 2020 年，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率已达

到约 20%（见表 2）。
 

表 2    1922−1932 年与 2020 年农村家庭消费倾向

年份 1922−1925年 1927−1929年 1930−1931年 1932年 2020年

消费倾向 0.834 1.053 0.927 0.953 0.8

　　注：1922−1932年数据根据张东刚（2000）整理得到，2020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整理得到。
 
 

3. 衣食住方面。维持物质生活所需的基本条件可以通过“衣食住”等方面的情况直接体

现。从膳食结构来看，百年前农民的饮食结构单一，以食用粮食为主，普遍存在的营养结构失衡

已对生产效率和劳动收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Zhou 等，2019）。1929−1933 年，农民热量摄入

的 83% 来自于谷类，动物性食物仅占热量来源的 2%。每天摄入的蛋白质中，动物性蛋白仅占

4%。肉蛋奶摄入不足会造成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比如当时的成年男子平均每日钙摄入量仅

0.46 克，远不及标准水平（卜凯，1937） 。相较之下，2012 年我国农村居民热量、蛋白质来源中的动

物性食物份额则分别提高到 29% 和 25%，动物性食品食用量显著上升 。②

衣着方面，百年前我国农村家庭普遍“衣服极粗，仅足蔽体”（卜凯，1936）。相较之下，现在我

国农村居民不仅全部实现了“不愁穿”，更进一步追求“穿得好”；住房方面， 1929−1933 年我国

农村居民的住房狭小、房间数量少，人均面积仅约 10 平方米。房屋建造也相对简陋，房屋基本为

砖瓦结构，还有 28.8% 的家庭房顶为茅草覆盖，近 50% 的家庭墙壁由泥土筑成，86.2% 的家庭为

泥土地 （卜凯，1937）。百年来，我国农村住房条件已有显著改善，空间更为宽敞，内部构造完备。2015 年

人均拥有住房面积已达到 41.1 平方米，且有近一半的房屋为牢固程度较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③

（二）生产条件改善，长期发展能力增强

1. 农业生产条件。生产性公共投资是改善生产条件与发展能力的重要减贫举措。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大量地方财政用于“养活庞大的官僚和国家经纪集团”，现代化生产建设

没 有 得 到 重 视 （ 杜 赞 奇 ， 2010） 。 以 交 通 运 输 为 例 ， 当 时 主 要 通 过 人 畜 力 进 行 农 产 品 运 输 ，

1929−1933 年全国平均仅 8% 的农户将农产品销售至本县以外的地区（卜凯，1936）。百年来，用

于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大幅增加，扩展了销售区位，提高了农民的市场参与水平。得益于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先进技术也得到进一步传播，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表 3 展现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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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许涤新：《农村破产中底农民生计问题》，《东方杂志》，1935 年第 1 期。

②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整理得到。

③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2020）》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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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情况。可以看出，1921−1925 年间，劳动力支出占农业

生产总支出的 65.2%；到了 2020 年，劳动力支出占比不到 40%，机械投入和肥料投入占比分别增

加到 16.3% 和 14.2%。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民能够通过销售更多农产品而获得收入，水

稻、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率分别从 1921−1925 年的 15%、29% 和 19% 上升至

2020 年的 75.5%、88.1% 和 72.8%。①

 
表 3    1921−1925 年与 2020 年农业生产各要素投入占比（%）

年份 家庭用工 雇工 肥料 机械 土地 畜力 其他

1921−1925年 47 18.2 3.4 − 3.9 3.1 24.4

2020年 33.2 3.7 14.2 16.3 21.6 0.2 10.8
　　注：（1）本表汇报的数值为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1921−1925年的土地投入为地税；2020年的土地投入为流转地租金和自营

地折租，机械投入为机械作业费和燃料动力费。其他投入包括农药、种子、农膜、灌溉、固定资产折旧等支出。由于卜凯调查中未汇报

不同作物的投入结构，考虑到当时农民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因此2020年的数据选取了三种粮食作物的平均值。（2）1921−1925年数

据根据卜凯（1936）整理得到，2020年数据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1）》整理得到。
 
 

2. 非农就业条件。农村居民的增收过程

始终伴随着非农就业机会与条件的改善，这

既来源于城镇化、工业化、经济体制改革等宏

观因素所带来的劳动力转移效应，也来源于

特惠式扶贫中对于非农就业的推动。图 1 对

比了百年来我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变化，

可以看出百年前我国农村兼业化程度不高，

农业外收入仅占 14%。即使在工商经济较为

发达的苏南地区，农业收入也占据农户总收

入来源的 2/3（曹幸穗，1996）。而到了 2020 年，

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已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

仅占不到 1/4。

3. 教育与医疗。教育与健康状况的改善是提升贫困人口生产与增收能力的重要因素。百年

来，我国人民的教育水平得到不断提升。根据表 4，20 世纪 20 年代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超

过一半的农村户主为文盲。而 2018 年农村户主的文盲率已下降至 23.5%，受过教育的家庭户主

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增加至 8.8 年，小学及初中阶段的适龄青少年基本没有辍学现象。
 

表 4    1921−1925 年与 2018 年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比较

年份 未受教育户主占比（%） 受教育户主平均教育年限（年） 7−16岁青少年受教育者占比（%）

1921−1925年 52.2 4.1 69.6

2018年 23.5 8.8 99.2
　　注：1921−1925年数据根据卜凯（1936）整理得到，2018年数据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整理得到。样本地区均为卜凯调查

所覆盖的浙江、江苏、河北、福建、安徽、河南和山西七省。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公共卫生设施落后，百年前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饱受各类疾病的

威胁（余成普，2019）。根据李景汉（2005）于 1930 年进行的华北定县农户调查显示，200 个村尚

 

86%

14%

1929~1933年

农业经营收入

副业等其他收入

23%

41%

21%

15%

2020年

农业经营收入 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其他收入

图 1    1921−1925 年与 2020 年

农村家庭收入结构比较（%）

注：1921−1925 年数据根据卜凯（1936）整理得到，2020 年数

据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1）》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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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产品商品化率=出售产量/产品产量。1921−1925 年数据根据卜凯（1936）整理得到，2020 年数据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21）》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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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医生与任何医疗设备，患有消化道、呼吸道和肺痨疾病的人数分别占 9.9%、2.6% 和 2.2%，极大

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百年来，我国农村的公共卫生事业有了很大进步。2020 年全国每个行

政村都至少有一个卫生室或诊所，①农村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在 99.9% 以

上，②村庄还会定期举办健康教育讲座以提高农民的健康意识。③

（三）提供国际经验，改变世界减贫图景

1. 与发展中国家对比。贫困问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中国和印度是对人类减贫

事业贡献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且都具有较快的经济增长。表 5 对比了两国农村家庭的多维

度减贫成就。可以看出，2015 年我国农村居民在各方面的福利状况均显著优于印度，中国共产党

的减贫事业有效保证了人民全方面福利的改善。作为减贫成就最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

贫事业的成功无疑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大鼓舞与启迪。
 

表 5    2015 年中印两国农村多维度减贫成就比较（各类型家庭占比，%）

维度 指标 家庭特征说明 中国 印度

教育
受教育年限 10岁以上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均未超过5年 3.8 13.9

儿童入学率 至少有一个7−15岁青少年失学辍学 0.7 6.4

健康
儿童死亡率 至少有一个18岁以下的家庭成员死亡 0.2 2.7

营养 至少有一个70岁以下的家庭成员营养不良④ 13.0 37.6

生活水平

燃料 用柴草或木炭做饭 4.3 14.6

厕所 没有厕所或厕所为旱厕 29.7 45.6

饮用水 饮用水为湖泊或池塘水等 8.5 12.2

用电 没有通电 0.3 58.5

资产 在电视机、电话、自行车、摩托车、电冰箱中，仅拥有不到两项 0.7 14.0
　　注：（1）测算体系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牛津大学公布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GMPI）。（2）中国数据根据中国健康与营

养调查（CHNS）整理得到，印度数据根据印度全国家庭健康调查（NFHS）整理得到。

2. 全球范围对比。表 6 按照国际上每人每天 1.9 美元脱贫标准，给出了全世界范围以及中国

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1981−2016 年间，全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了约

12.8 亿，贫困发生率减少了 34.6%；同一时期，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约 9.8 亿，贫困发生率减少了

87.8%。从人口数量看，我国减贫规模占全世界的 76.6%，减贫速度远超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中国

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为全人类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与中国经验。

表 6    主要年份全世界与中国减贫成就比较

年份
全世界 中国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万人）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万人）

1981年 44.3 199 728 88.3 98 534

1990年 37.1 195 857 66.6 101 259

1999年 29.1 175 145 40.5 84 159

2010年 16.3 111 975 11.2 36 439

2016年 9.7 71 690 0.5 689
　　注：数据根据世界银行（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povDuplicateWB.aspx、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
POV.DDAY?locations=CN）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5）》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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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1）》。

② 参见国家医疗保障局：《2020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

③ 根据笔者 2021 年在江苏 13 市的实地调查情况。

④ 对于 5−70 岁的人群，如果 BMI 指数<18.5 kg / m2
，则被认为是营养不良；对于 5 岁以下的人群，如果 BMI 指数<该年龄段人群的中位

数减两个标准差，则被认为是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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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摆脱贫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础。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在

不同历史阶段的减贫思想演进脉络，并剖析思想演变的背后逻辑，最后通过历史数据对比展现

了不同维度上的具体成就。本文主要有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内涵的减贫思想内容：1921−1949 年是以马克思

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减贫思想探索阶段，以土地革命为主线，为制度减贫立下起点；1949−1978 年
是以制度保障为基础、以救济为手段的减贫思想形成阶段，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减贫

提供制度保障；1978−1986 年是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为路径的减贫思想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领

悟到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变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是减贫的有力之举；1986−2012 年是以培育内生

动力为导向的减贫思想完善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造血式”扶贫，提高了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

能力；2012 年后是以精准扶贫为方略的减贫思想创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创性地实施“精准滴

灌”的帮扶，顺利消除了剩余绝对贫困。

第二，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的演进逻辑，主要体现在理论、战略、主体、目标四个层面的规律

性转变：理论演进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依循与创新；战略演进体现在从广泛的

共享式增长转向专项的特惠式扶贫；主体演进体现在从政府包揽转向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力

量联动；目标演进体现在从聚焦物质兜底转向实现多维赋能。这一系列转变的背后也存在稳定

的规律性特征，包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始终坚持解放

与发展生产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等。

第三，从历史数据比对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成效斐然，人民生产与生活条件呈现质的

飞跃：一是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二是人民在

农业生产条件、非农就业条件、教育水平、医疗保障等多维度方面的福利得到改善；三是从世界

范围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减贫成就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全人类的反贫困

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减贫事业既为新时代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思想动力，又为全

世界的减贫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虽已全面消除，但并不意味着减贫事业

的终结。在“第二个百年”的新发展阶段，还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将防止大规模返贫摆在重要位置。达到脱贫目标并不等同

于已形成稳定的脱贫能力。无论是长期因素（如周期性商品价格波动），还是偶然性因素（如疫

情）都会带来返贫风险。相关重点工作应由治理贫困向防治贫困转变，针对易返贫的边缘人口与

欠发达地区，要保证相关帮扶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尤其应突出产业帮扶与就业帮

扶政策的作用。产业帮扶应因地制宜地探索出差异化发展路径，向产品加工及营销、特色品牌打

造、产业融合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就业帮扶应结合个人、家庭的实际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技

能培训与帮扶方案。

第二，重视相对贫困问题，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①当前，我国地区间、个体间发展

不平衡的社会性矛盾仍将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时积累了大量经验，其中

很多思想仍然适用于相对贫困的治理。比如精准扶贫中多维联结、广泛动员的减贫架构，可以通

过对其联动机制进行革新，使不同主体各尽其能；再比如应坚持和完善开发式帮扶和保障式帮

邹    璠、周    力：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的思想演进与历史成就

① 欧盟等发达地区采用人均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作为相对贫困标准线。这一标准反映了无论平均收入达到多高水平，只要人均收入

不完全相等，就存在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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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有效结合、外部帮扶与内源自我发展相互支撑的政策机制，进一步推动外部要素进入欠发达

地区以带动其内源化发展，激发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

第三，重视城市贫困问题，探索城乡统筹的共同富裕新格局。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客观条件的

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减贫大部分体现在农村地区。对于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

下岗员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进行“兜底”。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

进程的加快推进，①帮扶重心也需要有所调整。由于受教育水平以及劳动技能的限制，大量进城

务工群体工作稳定性弱，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有限，很可能成为潜在的相对贫困人口。目前，对

于农民工的相关救助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在新征程中，迫切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共同富裕格

局，以及时填补过去减贫工作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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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镇居住人口比例为 63.9%，比第六次人口普查增长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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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Thoughts and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CPC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Zou Fan,  Zhou L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Summa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of a hundred years is a history of struggle that the

Party leads the people to reduce poverty and develop. Eliminating poverty is not the finish line, but the start-

ing point of a new journey. Standing at the new poin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successfully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explore how idea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new stage. The existing research still needs to be perfected in extracting the regular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poverty reduction thoughts, which is precisely the institutional superiority of social-

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Western capitalism welfare states. This paper aims to fill the

blank and shows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reduction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data.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s poverty reduction thoughts

has experienced five stages: ideological exploration guided by the Marxist Theory (1921-1949), formation of

thoughts with system as guarantee and relief as the means (1949-1978),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with deepen-

ing social system reform as the path (1978-1986), ideological perfection guided by cultivating endogenous

power (1986-2012), and ide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s the strategy (after 2012).

(2)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e CPC’s poverty reduction thought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levels: the theory

evolution of following and innovating the Marxist antipoverty theory,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from shared

（下转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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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te from a single country alone. Secondly,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ve improved pro-

duction efficienc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hows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ir comparat-

ive advantages in the medium and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have increased. Some emerging markets have

achieved “leapfrog” development, while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high-tech industries mainly come

from low value-added links. Thirdly, aft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one-way shift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he region, bu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

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s not been fully manifest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Belt and Road” production network, cultivate the “multi-level fly-

ing geese” pattern, enhance the “leading goose” function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new flying-geese patter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w flying-geese pat-

ter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analyzes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new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system. Secondl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verifi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flying-geese pattern” using the export trade data of the “Belt and Roa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it,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

ment.

Key words:  “new flying-geese patter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gional trade network； shift

i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责任编辑　景　行）

 

（上接第 17 页）

growth to preferential poverty reduction, the evolution of subjects from government undertaking to multi-party

link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objectives from paying attention to material revealing backstop to multi-dimen-

sional empowerment. (3) The CPC has receiv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farmers have appeared a qualitative leap. From now on, China should lay emphasis on

the problem of relative poverty on the basis of preventing poverty-returning, and adopt the way of overall plan-

ning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promote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may include that: (1) It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CPC’s poverty reduction thoughts, which enriches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is area. (2) B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PC’s poverty reduction thoughts, it summarizes the general rules of “shift”

and “invariability” behind them, which deepens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PC’s poverty reduction thoughts. (3) Taking rural areas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 it arranges the Buck

Survey Data from 1920s to 1930s to combine with other modern rural data,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e relev-

ant data at the present stage, which intuitively presents the centennia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CPC.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verty reduction； evolution of thoughts；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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